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正月，时任扬州知州的苏轼，作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一组诗，开

始了一个“要当尽和其诗”的特殊创作历程。三年后即哲宗绍圣二年（1095），被贬惠州的苏轼，

再作《和陶贫士七首》。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元符三年（1100），谪居琼州昌化军的苏轼，作《和

陶始经曲阿》，前后作“和陶”诗达137首，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苏轼为何要

“尽和”陶诗？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目前学术界仍未有一个完满的答案①。

一、苏轼“和陶”与北宋党争

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政，随着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的去世（王安石亦

于次年辞世），大致已结束。宋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宣仁高后垂帘听政，起用吕公著、司马光

等旧臣，完全不顾新法实施的效果如何，执意将青苗、免役、方田、市易等新法措施一概罢去，

并设置诉理所，重新审理熙、丰年间的各类案件。因反新法而遭贬抑者，多予以昭雪，重新启

用。新党中人如章惇、蔡确、吕惠卿等，则在刘挚、孙觉、朱光庭等人的反复弹劾下，先后被逐出

朝廷。整个元祐年间，北宋政局始终控制在旧党人士的手中。然而，在政治上被列入旧党的苏

轼，似乎与旧党中的一些士人并未步调一致。其实，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其党派内部的结构

原就比较松散，并且二者之间也有相激相争的因素。因此，一旦某一派败下阵去，另一派也必

巩本栋

苏轼《和陶诗》是北宋熙丰、元祐党争影响下的产物。苏轼对陶诗的选择，反映了其思想上兼融儒道的主要倾向，《和陶

诗》是透视作者心灵变化的一扇窗口。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

自己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陶诗》代表了苏轼后期诗歌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的《和陶诗》不但在陶渊

明接受史上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

“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
———苏轼《和陶诗》新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唱和诗词研究”（批准

号：04BZW035） 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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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发生分化。元祐间，以苏轼和程颐为首的旧党部分士人之间即发生所谓“洛蜀党争”。

“洛蜀党争”始末并不复杂。元祐元年（1086）三月，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程颐被用为崇

政殿说书。但随即就有刘挚上书反对，认为升迁太快，并说他是“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②。

当时，苏轼、吕陶等也都认为程颐言行迂阔，不合人情③，甚至连司马光也觉得程颐在经筵上的

言行不切实际④。元祐二年八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之经筵讲说：“凡经义所在，全无

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又云：“日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鼓腾利

口，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⑤于是，程颐被罢经筵，改官权同管勾西

京国子监。而素推服程颐学问的台谏官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则抓住苏轼的《试馆阁策

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一篇）大做文章，认为是讥刺仁宗、神宗，“不忠莫大焉”⑥。

苏轼、吕陶等亦上书论辩。太皇太后高氏虽两相开释，然洛蜀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隔阂，已难

弭平。洛蜀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掺杂着复杂的

人事、意气成分。关于这一斗争的是非得失，姑不赘言，然而它对苏轼生活和心态的影响，无疑

是很大的。这当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说起。此年七月，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

而被罢官，并被捕下狱。嗣后在慈圣光献曹后及王安礼、吴充、章惇等多人的解救下，方幸免于

难，被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黄州贬所谪居四年，苏轼

有诗云：“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

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⑦他悲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

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⑧有时竟至于“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⑨。此时的苏

轼，真可谓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其忧谗畏讥、隐忍怨艾的心态可以想见。

宋神宗去世后，虽政局变化，旧党执政，苏轼也迅速地由朝奉郎、知登州，而改任礼部郎

中、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改赐银绯，然自元祐元年七月，因与司马光在是否恢复差役等新法的

问题上存在分歧，苏轼就已动了外任的念头。次年因试馆职策问事，四次进札子求补外不许，

后又因讲筵事多次遭到指责。到了元祐四年，苏轼才终于获允离京出知杭州。他之所以屡屡乞

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元丰间乌台诗案的前车之鉴给苏轼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了。他以诗人

的敏感察觉到新旧党争的风波并未平息，他不愿意再卷入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早日离开是

非之地，或许是他当时的最佳选择。元祐六年五月，苏轼屡辞不获，再次被诏回京任翰林学士

承旨兼侍读。侍御史贾易果然又重翻旧账，攻击苏轼元丰八年在扬州作诗意存不善。苏轼在极

力辩解的同时，又重新请求外任，八月即出知颍州，在京仅三月。次年正月，改知扬州，旋被诏

回京，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直到元祐八年六月出知定州。

从上述不遑安居的仕履来看，苏轼在整个元祐年间似乎始终处在一种忧心忡忡的状态之

中。他希望政局能稳定下来，然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仍明显存在，洛蜀两党的矛盾更难以消

除；他希望能离开京城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既使他离开了京城也仍旧不

能完全摆脱新旧党争的影响。进退两难，犹豫傍徨，无所适从，矛盾复杂的心情常常萦绕在苏

轼的心头。非醉非醒，“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⑩，“伤弓之鸟，固已惊飞，漏网之鱼，难于再饵”輥輯訛，

道出了苏轼这一时期的心迹。苏轼能否从当日的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呢？以苏轼“言发于心而

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的性格輥輰訛，他很难做到遇事隐忍不

发。他能否从此引退，归隐田园呢？也难做到，这与陶渊明相比，堪称自愧弗如。绍圣元年

（1094）正月，苏轼书陶渊明《归园田居六首》其三，并与李之仪等相与叹息，谓“以夕露沾衣之

故而犯所愧者，多矣”輥輱訛，又说“我比陶令愧”輥輲訛，确系实情。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一时尚不能实现的

愿望，只能在其诗歌创作中进行弥补。陶渊明其人其诗给苏轼提供了这种弥补的机会。“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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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成了苏轼摆脱和逃避党争政治现实并在心理上自宽自慰的重要途径。

二、苏轼与陶渊明的思想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陈寅恪曾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

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

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

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

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

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

天师者也。”輥輳訛关于苏轼的思想，一般都认为是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然考察现

存苏轼的全部著述，却会发现，这种说法实失之于泛。笔者以为，苏轼思想中虽杂有儒释道三

家的因素，但实际上释氏之说在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既不能与儒、道两家相比，更不用说其在

政治上的排斥释氏了輥輴訛。

秦观尝有论苏轼之语曰：“苏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輥輵訛所谓“性命自得”，即兼融儒

道，是其“性命论”和“人情论”的统一。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士人喜谈道德性命之理，黄

庭坚即有所谓“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輥輶訛，以至“学者耻不言

性命”輥輷訛。然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论述，似乎都不满意，他在《易传》中提出，在“性、命、

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合而为一，在三者之间，并

无等差，亦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禀赋

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

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

与道家之说最近，但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与儒家之说仍相

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

方法是儒道兼融。

苏轼儒道融合的思想，还表现在其《中庸论》中。此文“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

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輦輮訛。所讨论的中心就是要顺乎人之情

性，无过无不及，由“明”而至于“诚”，“人情”在苏轼那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儒家原有礼本

之人情的观点，如汉初叔孙通制礼，就明说“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也”輦輯訛。然而，将“人情”

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至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认为“夫人之情，安于

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輦輰訛；认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等等輦輱訛，却不能不说是苏洵、苏轼父子自己的特色。苏辙尝谓：“（轼）初好贾谊、陆贽之书，论古

今之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

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輦輲訛可谓能知其兄。释氏思想对苏轼并非没有影

响。苏轼文章中亦多处谈到，如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

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輦輳訛表现出调和三家的倾向。但是，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和方面

来看，以儒道兼融而本之于情性论来概括之，也许更接近苏轼思想学术的实际。

由此看来，苏轼的“和陶”，与他在思想上对陶渊明的认同密切相关。陶渊明凭着其糅合儒

道的新自然说出处进退，一任自由，即所谓：“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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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輦輴訛苏轼也以儒道并用来解释自己的仕隐之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輦輵訛陶渊明在诗

中不断地宣扬着顺应自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輦輶訛“此中有

真意，欲辩已忘言。”輦輷訛苏轼则心领神会：“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

言。”輧輮訛当苏轼在仕途上进退维谷、前后失据，极欲摆脱心理压力、弥补思想情感的空虚和得到

精神上的支持之时，终于在儒道兼融、以道为用的道路上与陶渊明走到一起来了。这正如苏轼

自道：“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輧輯訛黄庭坚所云：“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輧輰訛

三、《和陶诗》：透视苏轼心灵的窗口

陶渊明的诗在南朝时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欣赏它。自唐代起，慕陶学陶者渐多。明标“学陶”

的就有崔颢的《结定襄狱效陶》、韦应物的《效陶二首》、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和曹邺

的《山中效陶》等等。但是，次韵“和陶”诗且颇寓己意的，则始见于晚唐诗人唐彦谦的《和陶贫

士七首》，而不是始自苏轼，苏轼只是要当“尽和”陶诗的第一位而已。“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

弹”輧輱訛，苏轼之“和陶”，实际上是把它当作疗救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把“和陶”作为排遣、减轻

自己仕隐、穷达等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故凡有所感触，

提笔便想到陶诗。这就是东坡“要当尽和其诗乃已”的苦心所在輧輲訛。这决定了苏轼《和陶诗》的内

容，首先是慕陶学陶。苏轼曾自道：“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

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

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

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輧輳訛苏轼此语，亦可谓实录也。

苏轼最早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云：“我生不如陶，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

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輧輴訛写这一

组诗时，苏轼尚处于“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的状态中，所以只求心安，不论形迹。再看本组诗

其三：“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

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輧輵訛陶渊明原诗不过讲及时行乐、人生适意的道

理，此诗则对陶氏的不求名利，大加赞赏，其慕陶学陶的心态显而易见。待到苏轼由惠州而儋

州，一贬再贬，想学陶归隐而不可得之后，那更是时时想到陶渊明，时时与陶相比，时时把陶渊

明作为自己的生活楷模。他吟诵道：“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嗟

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裀，忧

愧自不眠。我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

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輧輶訛安贫乐道，心止如水，似乎已完全把出处进退看透了。

由慕陶、学陶而似陶，并非容易。苏轼的《和陶诗》，在很多情形下，还是借酒浇愁，领悟并

运用老庄委时任运、顺应自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以暂时走出其心理困境。有关作

品诸如：“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尔我所然。”輧輷訛“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

涘。”輨輮訛“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輨輯訛反复嗟叹，难以备举。诚如清人陆蓥所云，苏轼“和陶”诗

乃“此老晚年进境……多见道之言。”輨輰訛有时，苏轼直欲窒目塞听，自我麻醉：“醉中虽可乐，犹是

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輨輱訛今日读之，仍不免令人悲从中来。这些“见道之言”，本身

或无多可取，但作为透视苏轼后期心灵窗口的《和陶诗》，还是能令我们看到苏轼这位正直而

务实的士大夫的诸多不幸。他始陷大狱，贬黄州，后则“团团如磨牛”，“二年阅三州”輨輲訛，再则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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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州、定州，末则迁惠州、儋州，堪称横遭打击备受磨难；这位“早读《范滂传》”，志欲有为于天

下的才子，只能“晚和渊明诗”輨輳訛，愈益求助于老庄的自然虚无之论，追求不醉不醒之境界。总

之，这些“和陶”之作客观上反映了北宋后期严酷的党争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正如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輨輴訛一样，苏轼也并未真的遗世独立了。他年已迟暮，

依然期望有朝一日能再回朝发挥余热：“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

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輨輵訛待到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又作

《和陶始经曲阿》，欣喜畅言：“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

此，幸收废弃余。”輨輶訛可见，苏轼虽苦苦追求着不醒不醉的境界，但其积极用世之心始终没有完

全泯灭。惟其如此，诗人在南迁之后，依旧关注着当日的政治现实，关心着国计民生。比如《和

陶咏二疏》，苏轼借汉代疏广、疏受兄弟退隐不仕的事，讥刺朝中胁肩谄笑、多方图进的好利之

徒，表现了自己不肯与龌龊小人为伍的高尚情操：“世途方毂击，谁肯行此路。”輨輷訛又如《和陶拟

古九首》其六云：“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

何！”自注谓：“朱初平、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耳。”輩輮訛这虽与李焘的记载不合，但从诗人前

此所写的《荔枝叹》来看，显然具有现实意义。至于在《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其二中，把黎民“怨

愤劫质，寻弋相因”的根源輩輯訛，归之于“贪夫污吏，鹰挚狼食”輩輰訛，尤其难能可贵。想象着“鴂鸟舌尚可

学，化为黎母民”的苏轼輩輱訛，在惠、儋期间与黎民颇多往来。无论其思想感情还是日常生活，都与

百姓大为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劝黎民：“利尔耝耜，好尔邻偶。斩艾蓬翟，南东其亩。父兄搢挺，

从抶游手。”輩輲訛鼓励他们：“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祝愿他们：“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

一醉醇美。”輩輳訛甚至在“醉语忽谈天”之时，也想到“清风洗徂暑，连雨催丰年”輩輴訛，可见苏轼从来没

有忘记百姓疾苦。

元好问评陶渊明的诗，说它“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輩輵訛，可谓知言。苏轼“师渊

明之雅致，和百篇之新诗”輩輶訛，的确写了不少真淳自然、古淡而又清新的好诗，代表了其晚年诗

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

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

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輩輷訛客人来访，叩门不应，却原来主人正头枕书册，

做着与友人诗酒相会的好梦，待到梦中惊醒的主人“倒裳”迎客的时候，一时间竟感到既对不

起来客，又辜负了刚被惊散的梦中友人。这就把主人一片真淳厚朴之心，和盘托给了读者。陶

渊明原唱写诗人久出而归见兰枯柳衰的愧负之情，此则写闭门谢客、自然超脱的恬淡心境，诚

如洪迈所云：“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輪輮訛再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小舟真一叶，下有暗

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长往还。未来宁

早计，既往复何言。”輪輯訛用小舟夜中发，天明度千山的比喻，来说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表现出委

运任化的老庄思想。其比喻手法的巧妙娴熟、语言的朴实纯净、风格的清淡自然，给人以极大

的美感。尤其是描绘诗人醉卧小舟，朦胧中万重山峦夕发朝过，真一幅情趣盎然的夜航图。

苏轼的《和陶诗》中还有许多从平淡自然中不时流露出森然锋芒或者萧散疏远中显出奇

崛、沉郁的作品。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其八、其十二，《和陶乞食》、《和陶拟古九首》其四

等。这实际也不奇怪，渊明本就不是浑身静穆的，而如上文所论，苏轼南迁，“随行有《陶渊明

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輪輰訛。清人王文诰曾谓：“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

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

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

古纪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又有非和陶而意

“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苏轼《和陶诗》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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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于陶者，如《迁居》、《所居》之类皆是。其《观棋》一诗，则驾陶而上之，陶无此脱净之文，亦

不能一笔单行到底也……子由作叙，以陶为拙，公删去之，盖其意既以陶自托，又岂肯与之较

事功论优劣哉？”輪輱訛指出苏轼“和陶”乃以陶自托，故有多种面目，而不必斤斤于原作与和作的似

或不似。不过，笔者仍须指出的是，苏轼之“和陶”，决非为“和陶”而“和陶”，而是把“和陶”作为

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或因事而发，或触景生情，皆从生活中有所感发而自然联想到陶渊明

其人其诗。比如他以酒浇愁，非醉非醒，借以排遣心中之郁闷，便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春日游

山，浴乎汤泉，陶然而归，适闻其子诵陶诗，又会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迁惠一年，衣食渐

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輪輲訛；而闲居无事，读书有感，则又会联想到陶渊

明的《读山海经》，用其韵而和之。总之，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氏原作，无论似与不似，都是一种

内在精神上的契合。

自元丰初年谪居黄州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波折和生活中的变化，苏轼开始对陶诗产生了

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读陶诗、校陶集輪輳訛，进而“评陶”、“和陶”。陶诗与苏轼结成了不解之缘。“和

陶”与“评陶”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和陶”的过程中，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

诗的评论却明显地多起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到的诗歌评论意见。从这些评论中，我们

不难见出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不难看出生活在诗人心灵上留下的印痕。比如他对“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望）南山”中异文的判断，就是在出知扬州开始“和陶”后作的。十数年后，其门下士

晁补之回忆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

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心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輪輴訛

东篱采菊，举首见山，意与境会，一切都在不经意之中。从诗意上看，这似乎比有意识地“望南

山”，更真淳自然些。再如，他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高度评价輪輵訛，则是在绍圣四年

（1097）渡海之后所作的。作为诗人的苏轼的这些评论，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大约也是在知扬州

前后，苏轼还曾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九，并作有跋语：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

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

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

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

并录之。輪輶訛

陶渊明原诗主要是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志节，而苏轼则着眼于其出语的真率、无所拘束。这种

议论和接受当然又与他自身的遭际大有关系了。

苏轼的和陶以及在和陶过程中不断深化着的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也影

响到他南迁后的诗歌创作。观上文所举《和陶拟古九首》其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和陶

杂诗十一首》其二等，皆是其例，此不必赘述。另外，他的《雨后行菜圃》、《残腊独出二首》、《午

窗坐睡》、《迁居》、《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观棋》、《独觉》等作品，也力图用老庄委

运任化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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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平静自然，而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因素，在这些作品中似

也都不甚明显了。

四、结语

陶渊明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致在南朝已经确立，那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輪輷訛。颜

延之谓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輫輮訛沈约撰《宋

书》，将其置于《隐逸传》，“隐逸诗人之宗”，成了影响后世最大的一种看法。对于陶渊明仕而复

隐的原因，南朝士人也作过解释。如沈约就曾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

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輫輯訛他认为陶渊明退隐的原因在于恪守政治

气节。萧统则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

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得

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

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輫輰訛他从传统儒家士人的品德修养立论，而又杂以老庄之说，

对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进行了申说。后人论说也大致持沈约或萧统之说，如唐颜真卿就赞

叹陶渊明有气节：“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輫輱訛北宋梅尧臣也慨叹：“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

屈。”輫輲訛都可谓承沈约之说。而如唐人吴筠咏陶：“吾重陶渊明，达生知止足。”輫輳訛宋人曾巩过彭泽

县云：“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谢去，肯受一官絷？”輫輴訛两人又近乎萧统之论。

在对待陶渊明出处进退的问题上，北宋又出现了一种似乎更为通达的看法。如刘攽《题孙

昌龄归来亭》诗云：“古云陶渊明，避俗非达道。”輫輵訛韩维则说：“寸禄折腰何必去，道存心在即渊

明。”輫輶訛这些看法，在刘攽和韩维，或偶一论之，而在苏轼那里，则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解和认识，

即苏轼和陶，本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陶渊明所以能出处进退，一任自然，除了有其思想上儒

道结合的根源之外，也有性情上的因素。陶渊明曾自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輫輷訛即可见

之。苏轼在思想上杂糅儒道，而中心则是其情性论，其“评陶”云：“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

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輬輮訛苏轼又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

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

贤之，贵其真也。”輬輯訛对陶渊明的理解和接受，从南朝士人以不肯“屈身后代”的气节和“抱道”、“知

足”的志向论陶，到苏轼的以超越出处进退之迹、以情性之真论陶，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陶渊明

《饮酒二十首》小序有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苏轼认为此语不仅能得

酒中之趣，而且尤得自然之趣。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一句，苏轼评云：“以无

事自适。”輬輰訛诸如此类的评论，无不是观照陶渊明情性所得。陈寅恪对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曾有一个评价：“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

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

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輬輱訛苏轼之“和陶”以及在“和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陶

渊明思想上兼融儒道、精神上追求适意自然的理解和认同，实际上既是对陶渊明诗歌史地位

的肯定，也是对其思想文化地位的认定，个中所反映的，正是宋学讲求义理、杂糅儒道或释教

的思想方法和时代特征。今天讨论苏轼“和陶”问题，就不能仅仅以诗歌唱和现象视之。

① 此前学界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多是从隐逸心态和文学接受角度进行的。如张宏生曾指出苏轼“和陶”在

陶诗范式的确立过程中，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见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第二章《陶诗范式与和陶

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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